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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从法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法律社会学之视角对唐代长安市法进行梳理。分析认为,公元

7世纪前后的唐都长安, 已经具备了相当完备的对城市市场和贸易进行管理的市法规范, 使得市场

的设置,货物的价格、质量,商税等莫不有法式,从而推动了市场规模的发展和繁荣。同时认为, 长

安市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市场管理、规范的作用,但是封建制度下国家的过分介入和干预导

致市场主体自由的缺失,使长安市法也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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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代以降,虽然在律令制度等官方话语中还是

一如既往地显示了对商人以及商业行为的贬抑,然

而民间社会中的商业交易活动逐渐开始活跃起来。

当时的都城长安,是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

少贵族、官吏和富商汇集于此, 又因其位于丝绸之路

的起点,所以外国商品的交易异常发达, �他们远道

从波斯或印度将商品运到东方,从日本将商品运到

西方� [ 1]。外国商品的往来,使长安俨然成了当时中

西方商贸的中心, 市场交易活动非常繁盛。面对参

与者复杂、规模庞大的市场活动,唐朝的立法也给予

了积极回应,通过律令等国家制定法对都城长安的

市场活动进行管理, 而这一系列有关市场设置、管

理、商税制度以及与诸藩之互市法,就逐渐形成了体

系庞杂的市法制度。必须承认,市法制度并非唐代

实际存在的法律制度,本文只是为论述方便,整合市

场管理、货物贸易、商业税赋等一些与市场行为相关

的法律制度,统而称之。近年来,对长安市法的研究

不乏其人,相关论著也不少见, 但是这些研究多是从

史学的角度再现唐代社会经济管理制度的面貌,本

文则从法律与社会交互作用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唐

代长安的市法规范进行深入梳理, 试图指出唐代市

法在发挥规范市场秩序作用的同时也阻碍了成熟市

场经济的形成,而这一结果的产生又与封建社会固

有的政治、经济制度缺陷分不开。

一、规模庞大的长安市场:

市法形成的背景

� � 早在汉代,长安就有建都的历史,隋代又在汉代

长安城的基础上营建了新城,名为大兴城,但习惯上

仍称为长安,唐朝也延续了这一称谓。由于长安特

殊的地理位置以及作为盛唐都城的政治、文化影响

力, 其商业贸易异常繁荣, 这体现在东西两市商业

区: �市是商业区, 分为东市、西市两处,位置在皇城

的东南方和西南方,各占两坊之地,面积约为一平方

公里。市的轮廓为方形,四周筑墙,各开两门。市内

开辟东西、南北向街各两条, 交叉成井字形, 将市分

为九个小区。小区内店铺林立, 据载仅东市的店铺



即分为二百二十行。由于长安为全国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中心,各地的珍奇商品均在这里出售,市里商

业活动十分繁荣� [ 2]。此处的 �行�即是指根据经营

商品种类的不同而对商铺所作的一种划分, 比如当

时长安比较著名的就有米行、麦行、布帛行、绢行、大

衣行、木材行等等。当然,认为仅长安东市就有 �二

百二十行�的说法略嫌夸张, 但当时长安店铺林立、

商 �行�众多确是不争的事实。

�长安志�对东市的具体情形记之甚详: 东市的

规模约为�东西南北各六百步�, �街市内货材二百

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聚。�但是,

�万年县户口减于长安。公卿以下民止多在朱雀街

东,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 [ 3]。可

见,尽管东市已经是如此规模, 但西市的繁荣更胜东

市,因为西市不仅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还云集了大批

中外客商,尤其是西域胡商,在鼎盛时期更被称为是

�金市�,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国际贸易中心。东

市、西市这两大举世闻名的贸易中心齐聚长安,不难

想见当时长安市场繁荣之盛况。

二、要而不烦、简而不漏:

市法的具体内容

� � 正是缘于唐都长安规模庞大的市场设置以及繁

荣的市场交易,对其进行适当管理的市法才有形成

的必要与可能,而事实也说明, 唐代市法最为发达和

完善的时期,也正是唐都长安市场最为繁荣的开元

年间。不过,唐代正式的律令体系下,并没有明确的

市法一说 (零星的几条涉及市场管理的法律被置于

�杂律�一章, 如 �市司评物价不平�、�私作斛斗秤

度�等等。不过, 清代�大清律例�的�户律�章下,倒

是有专门的 �市廛�一节 ), 也就是说, 本文所述的市

法并非是今日可作为部门法所理解那一类法律。虽

然,唐代史料中也有�市法�一说, 如�白氏六帖事类

集�中有 �每年十月已后, 即来彭州互市易时, 差上

佐一人,与蚕崖关外,依市法致市场交易, 勿令百姓

与往还。�但该�市法�与本文所称的市法内涵并不

完全一致,本文所称的市法是对于唐代律令制度下

有关市场管理的律令制度进行语义上和内容上的概

括,根据市法调整的对象不同, 以下将市法大致区分

为市场法与互市法两大类。

(一 )市场法

市场法主要是指调整定居在长安的或者具有唐

朝户籍的�唐人�之间的商业、贸易等行为, 具体涉

及市场的设置与管理、市场行为的规范、商税的征收

等等。

1.市场之设置与管理

西市的设立较早。�唐会要�记载: �天授三年

四月十六日, 神都置西市。寻废。至长安四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 又置。至开元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又废。其口马。移入北市。�由于唐代对长安的坊、

市进行封闭式管理,而西市东西南北四面各开有二

门, 每门均有门吏管理,按时开闭。所以, 市法对市

场的交易时间有具体规定: �诸市, 以日午击鼓三百

声, 而众以会, 日入前七刻, 击钲三百声, 而众以

散。� [ 4]对于商铺招牌、标示的设置, 也有规定: �诸

市, 每肆立标, 题行名,依令, 每月旬别三等估。� [ 5]市

法甚至还详细规定了铺面的增设及位置: �两京市

诸行,自有正铺者, 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各听用寻

常一样偏厢。� [ 6]

为了有效地管理市场交易,唐代专门设立了隶

属于太府寺的市署这一机构, 行使市场管理权。

�市署的主官为令。�大唐六典�云: 市令掌百族交

易之事。�市令的副手为丞。�其次为录事。�再

次为府、史、典事、掌固� [ 7]等等。由此可见,当时已

经形成了一个体系复杂、等级井然的市场管理机构。

市署主要负责市场的建设、物价、交易时间、货物质

量、度量衡的管理, 当然也负责查处非法交易、管理

市场治安。

2.对市场行为的规范

为了维护长安市场的稳定与繁荣, 保护市场交

易中各方的利益, 市法对于各种市场行为都进行了

一定的规范,从商品的价格到度量衡的使用,都有一

定之规,并以刑事处罚作为强力后盾,从而保证长安

这个庞大市场的交易秩序。以下是唐代律令、格、式

中所见的有关对市场行为进行规范的内容。

第一,对物价的规范。

平货物为三等之直 (值 ) , 十日为

簿 [ 5]。

�开元七年�诸官与私交关,以物为价

者,准中估价, 即悬平赃物者亦如之 [ 4]。

官依市估,私但两和 [ 8]。

诸市司评物价不平者,计所贵贱,坐赃

论;入己者, 以盗论。其为罪人评赃不实,

致罪有出入者,以出入人罪论 [ 9]。

诸卖买不和, 而较固取者, 及更出开

闭,共限一价 (谓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

为贱 ) ;若参市 (谓人有所卖买, 在旁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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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价, 以相惑乱 ), 而规自入者, 杖八十。

已得赃重者,计利,准盗论 [ 9]。

市法对于商品的价格有一定的要求, 不准商贩

擅自哄抬物价,而是按照各种货物的品质、优劣,评

为精、次、粗三等,分别按照上、中、下三等价格出售,

而且对于不同等级货物的价格,每隔十日要重新确

定一次,并到市场管理部门登记造册。对于涉及官

民之间的交易,更是强调了要 �准中�确定合理的价

格,而不得利用权势压价买物; 而私人之间的交易,

是允许自由协商价格的。为了管理物价, 还专门设

立了平准署。 �置平准署于京师的商贸中心东、西

两市, 仍是未尽笼天下货物,从而平抑天下物价。� [ 7]

而对于市司不按市场行情,为谋取私利评价有差者,

也要按照 �坐赃�处理。同时, 对于商贩之间的垄

断、找托等惑众的行为同样给予严禁。这一系列规

定由市场管理者及于市场参与者 (商贩等 ), 很好地

维护了物价的稳定,确保了市场的公平交易。

第二,对度量衡的管理。

�开元七年�诸官私斛斗、秤、度, 每年

八月,诣金部、太府寺平校,不在京者,诣所

在州县平校。并印署,然后听用 [ 4]。

�开元七年�秤以格,斗以概 [ 4]。

�开元七年�诸度, 以北方秬黍中者,

一黍之广为分, 十分为寸, 十寸为尺,一尺

二寸为大尺一尺,十尺为丈 [ 4]。

�开元七年�诸量, 以北方秬黍中者,

容一千二百为龠, 十龠为合, 十合为升,十

升为斗, 三升为大升一升, 三斗为大斗一

斗,十斗为斛 [ 4]。

�开元七年�诸权衡, 以秬黍中者, 百

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一

两,十六两为斤 [ 4]。

诸私作斛斗秤度不平,而在市执用者,

笞五十;因有增减者, 计所增减, 准盗论 [9]。

诸校斛斗秤度不平, 杖七十。监校者

不觉,减一等;知情,与同罪 [ 9]。

市法对于度量衡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举凡重量、

长度、体积均有法定的标准,市场中使用的称量工具

也要定期送至太府寺检验, 以保证其准确无误。对

于私自制作不符合标准的称量工具并使用的, 要处

以笞刑;造成货物短缺的, 还要按照盗罪处罚。

第三,对商品质量的管理。

私造违样绫锦, 堪当得实, 先决杖一

百。造意者徒三年;同造及挑文客织,并居

停主,并徒二年半; 不得官当、荫赎 [ 10]。

诸造弓、矢、长刀、官为立样,仍题工人

姓名,然后听鬻之。诸器物亦如之 [ 5]。

诸以伪滥之物交易者, 没官。短狭不

中量者还主 [4]。

其行伪滥之物没官,短狭之物还主 [ 5]。

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

狭而卖者, 各杖六十; (不牢谓之不行, 不

真谓之滥 ) [ 9]。

诸买奴婢、马、牛、驼、骡、驴, 已过价,

不立市券, 过三日笞三十; 卖者, 减一等。

立券之后,有旧病者三日听悔,无病者市如

法,违者笞四十 [ 9]。

疏议曰: 买奴婢、马、牛、驼、骡、驴等,

依�令�,并立市券。若有病欺, 不受悔者,

亦笞四十。�令�无私契之文, 不准私券之

限 [ 9]。

即卖买已讫,而市司不时过券者,一日

笞三十,一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 [ 9]。

市法对市场商品的质量也有严格的规定, 不仅

严禁出售伪滥、短狭、病坏之物, 而且要求制造器物

的工匠在器物上具题姓名,以落实商品质量责任,对

于不依法进行市场交易,出售伪滥商品的,用较为严

厉的刑罚予以惩处。

第四,对买卖奴婢、牛马的管理。

诸买卖奴婢、牛、马、驼、骡、驴等,用本

司本部公验,以立券 [ 4]。

诸买奴婢、牛、马、驼、骡、驴,已过价不

立市券,过三日,笞三十,卖者减一等;立券

之后有旧病者, 三日内听悔, 无病欺者, 市

如法,违者笞四十; 即卖买已讫, 而市司不

时过券者,一日笞三十, 一日加一等, 罪止

杖一百 [8]。

对于奴婢、牛马这类 �活物�, 由于其性质完全

不同于其他货物,价值也较大,因此制定了更为严格

的交易规范,要求这类�货物�的买卖必须经过市司

检验,并立 �市券�, 也就是订立正式的买卖契约。

这些规定有效地防止了交易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纠

纷, 保护了双方的合法权益。

第五,市法还对赊卖、商业借贷以及官商等市场

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规范。

(买卖商品 )不得赊悬 [ 5]。

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

为理。每月取利, 不得过六分, 积日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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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过一倍。�若违法积利,契外掣夺,及

非出息之债者, 官为理。收质者, 非对物

主,不得辄卖。若计利过本不赎,听告市司

对卖, 有利还之。如负债者逃, 保人代

偿 [ 5]。

诸出举, 两情和同, 私契取利过正条

者,任人纠告。本及利物, 并入纠人 [ 5]。

诸王、公主及官人,不得遣亲事、帐内、

邑司、奴客、部曲等,在市肆与贩,及于邸店

沽卖出举。其遣人于外处,卖买给家,非商

利者,不在此例 [ 5]。

可以说,在唐代长安, 涉及市场贸易的各种行为

都有法律制度可依, 从价格到质量乃至契约的订立

都有极为详细的规范可循, 体现了唐代对市场行为

的极端重视,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过度干预的倾向。

3. 商税制度

唐初本来是没有商税的, 长期奉行 �不税关市�

的政策,其原因在于: 一是缘于汉唐以来一直存在的

�重农抑商�的国家意识, 对于商事无视或者忽视;

二是从唐初一直到唐中期,政府岁入比较充足,不需

要依靠增设新的税种来扩大财源。到了武则天统治

时期, 尽管也有不少朝臣提议征收商税,但一直未能

实现, 就连安史之乱以后都没有马上向商户课税。

商税政策的真正起源还是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才开

始的, 随着�两税法�的创立, �唐朝创立对客商的课

税,也与两税法同时,并且与两税相配合, 构成财税

制度大革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1]开元二十五

年也颁布敕令: �其商贾, 准令, 所在收税。� [ 4]商税

的具体征收办法为 �为行商者, 在所州县税三十之

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 [ 12]。可见, 商税的征收比

例约为商品价额的三十分之一,而商税的目的在于

使经商的人与都市里的定居者按照新税法被课征的

两税负担取得均衡。开始课税的当年为用作常平本

钱,又追加了五十分之一,到了第二年, 也就是建中

二年, 由于急需战争经费, 加之常平法也未能如期实

现,故而实施了十分之一的新税率。当然,税率的变

化是由中央政府统一确定的 [11]。

虽然唐代之后的历代史料显示, 政府对于牛畜、

农民贩运的蔬菜等小宗货物采取免税政策, 但根据

现有史料无法确认唐代也适用了这样的政策。这或

许可以认为,唐代市场上的一切商品原则上都在商

税征纳的范围之内。�唐会要�卷八四记载: �泗口

税场, 应是经过衣冠商客, 金银、羊马、斛豆、见钱、茶

盐、绫绢等, 一物以上, 并税。今商量, 其杂税物,请

停绝。�对经过商客课以商税自无可说,有意思的是

对于 �衣冠�之士的商税政策。唐代的行政体系也

实行 �回避�和转任的制度, 而不少高官大吏因转任

或其他原因返回长安时, 一般会随身带回任职地的

土特产品,这些产品本来是作为私人物品或馈赠礼

品, 不牵涉商税的问题, 但由于不少官员带回的物品

数额巨大,有时甚至到了 �连客商也自愧不如的地

步, 多时甚至达数十车、数十船� [ 11]。因此要对这些

官员也课以商税,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商税

制度的严密与完善。

(二 )互市法

由于长安位于丝绸之路的起点, 国际商贸往来

十分频繁。作为 7世纪的国际化大都市,对于各国

商人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大量的波斯、回纥、吐

蕃等西域商人不远万里来到长安从事贸易活动, 有

些西域商人甚至定居下来, 向达认为 �唐代西域各

国胡人流寓长安,其居处自不限于一隅,然在城西者

甚夥,而贾胡则似多聚于西市� [ 13]。可见, 西域来的

客商就在长安,尤其是西市一带从事商业贸易,以至

于当时胡化之风愈演愈烈: �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

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

于长安得之��重以藩将大盛,异族入居长安者多,

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

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 其极

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 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

二贵戚达官已也! � [ 13]作为一个开放的帝国, �唐朝

政府对外商来华予以种种优待, 在经营上和生活上

为外商提供种种方便,允许他们在京城、商业都市和

通商口岸定居,自由经营,不予限制和歧视� [ 14]。西

域商人的到来,使当时长安的商业贸易变得与以往

大为不同:这里的贸易已经不仅是一乡一县,甚至一

国之内的事情,而是变为跨越国境、跨越民族的财货

往来,由于贸易双方在风俗习惯、社会背景、法律制

度等方面巨大的不同,使得对这类贸易活动的调整

更为复杂,也更加困难。

为了规范互市活动, 唐中央政府专门设置了

�互市监� [ 14] ,而且还制订了一系列有关互市的法令

制度,主要有:

�开元二十五年�诸锦、绫、罗、縠、、

绵、绢、丝、布、牦牛尾、真珠、金、银、铁, 并

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至缘边诸州兴易 [ 4]。

�开元二十五年�诸外藩与缘边互市,

皆令互市官司检校。其市四面穿堑, 及立

藩院,遣人守门。市易之日卯后, 各将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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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畜产,俱赴市所, 官司先与藩人对定物

价,然后交易 [ 4]。

诸官人缘使,诸色行人请赐讫,停行并

却征,已发五百里外征半,一千里外停征。

已造衣裳,听兼纳,东至高丽,南至真腊,西

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 北至突厥、契丹、

靺鞨,并为入藩, 余为绝域 [ 5]。

当然,上述有些律令制度主要适用于边关诸地,

但唐朝作为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国家, 其律令制度在

长安当然也适用。开元年间,互市政策曾有反复,开

元二年 ( 714)就一度禁止与诸藩互市: �诸锦、绫、

罗、縠、绣、织成绸绢丝、牦牛尾、真珠、金、铁,并不得

与诸藩互市。及将入蕃。金铁之物。亦不得将度西

北诸关。� [ 6]当然, 这与开元初年内政纷乱、边疆不

稳 �的局势有关,而且只是一时之策。事实上, 唐朝

自建立以来,与西域诸民族就多有战事,但大多数时

候并未直接影响到互市贸易,互市贸易几乎一直保

持着繁荣状况。

由上述列举的市法内容可以看出,唐都长安的

市法具有鲜明特色。一是大量运用本是刑法领域的

刑罚手段对市场违法行为进行制裁, 这也是中国古

代法律的一大特征,即没有专门的民事法律、商事法

律去规范民商事行为, 所有正式的法律规范都是借

助于维护国家统治秩序的律令制度来实现, 其中市

法自然也不例外。虽然表面上是用 �笞�或 �杖�的

刑罚手段,但是, 其内在实质还是维护市场各方的权

益,保障市场的公平交易, 如对于 �伪滥、短狭�商品

的禁止,对于 �不和�的强买强卖的处罚等, 均体现

了这样的本质。二是市法不仅治民, 而且治官,即不

仅针对市场中的店铺、商贩,还有力地约束了管理市

场的�市司�等官方机构及其下属官员。如对 �卖买

已讫市司不及时出券�,对 �斛斗秤度�检校不平,甚

至对检校秤度的监督者,也都规定了罚则,这就使市

法成为一个内容完整、体系严密的法律系统,更好地

实现维持市场秩序的最终目标。

三、功焉过焉:唐都长安

市法之作用与局限

� � 唐代处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按照

传统对于封建社会�的理解 [ 15�16] ,它应该是在以封建

皇帝为首的官僚体系的严格控制下的社会, 百姓很

少自由流动, 从事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

业。如果说百姓之间有�商业交易�, 也应该仅仅是

就剩余农产品进行的物物交换。但是,当放眼都城

长安的社会实际, 我们发现整个社会完全不像传统

的认知那样,而是充满着富于活力的商贾和繁荣的

市场贸易。而这些商业交易也不仅仅是传统自然经

济下的物物交换, 更多的是近似现代市场的收入与

商品的交换,因为都城长安常住着大量的高官贵族、

皇亲国戚,乃至普通的军官、士兵, 作为封建统治阶

层的一员,他们都有固定的收入, 这种收入或者是转

移性的地租收入,或者是其他收入,总之形成的结果

就是:他们是纯消费人口参与市场交易。由于长安

作为唐代都城的特殊性, 四面八方的珍奇宝物汇聚

而来,这些商品已经远远超越了个人日常生活的需

求,成为了生活奢华的象征。这种由纯消费人群所

进行的收入与商品的交换 (当然也不能忽视还有大

量的汉人与西域吐蕃、波斯等商人从事的国际商业

贸易 ) ,已经超越了自然经济的范畴, 更有近代商业

的雏形。所以可以说,唐代长安的市场正经历由自

然经济向 (近现代 )市场经济的早期转型, 或者可称

为�初级市场� [ 17],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 唐代市法的

作用和意义便尤为凸显。

唐都长安市法的作用之一就是对于长安这个庞

大而又复杂 (夹杂了国际贸易 )的市场秩序的维护。

7世纪的长安, 无疑是一个充斥着商机的各型商贩

的乐园,这些来自全国各地, 甚至是其他国家、民族

的商贩之间不免会有一些纷争, 高额的商业利润甚

至隐藏着潜在的危机。而市法的出现,正好维护了

市场的秩序, 市法对于价格的控制、商品质量的要

求、乃至度量衡的管理, 都极大地保证了市场中的公

平交易,维护了各方的商业利益, 从而保证了市场的

平稳运行。其作用之二在于,唐都长安市法的出现,

为后代更大规模的市场管理积累了经验。长安之市

场, 已经大大不同于唐代地方墟集、草市一类的小型

市场,无论其发展之规模、参与之商贩、货物之广泛,

都是无法类比的。唐代长安作为 7世纪负有盛名的

国际化大都市, 其市场已经发生转型, 即从自然经

济、物物交换的小市场转变为更具商业化、资本化的

大市场,而对这类市场的管理正是中国古代统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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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所缺乏的。唐代市法适时地出现, 并较好地实现

了对大型市场的管理, 其中许多有价值的做法为宋

代,乃至明清所继承。�大清律例�中 �户律�的 �市

司评物价�、�私造斛斗秤尺� [ 18]等,都是对唐代市法

的直接沿用。

当然,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唐

都长安市法也有其局限性。伯尔曼在论述欧洲中世

纪城市法时认为: �城市法律制度的首要特征在于

其共有性。城市法是一种密切联合的、一体化的共

同体的法律,该共同体被称作为一个�公社 �。共同

体或明或暗地是以一种契约为根据的。许多城市和

城镇是依靠一种庄严的集体宣誓或一系列誓约而建

立起来的,这些誓约是由全体公民为捍卫曾公开向

他们宣读的特许状而作出的。� [ 19]可见,正是由于属

于城市法范畴的市法与 �城市共同体�以及商业活

动紧密联系,使其不仅具有管理性的一面,而且更具

有共有性和自治性的一面。而在唐代, �城市市场

的繁荣,主要是反映封建经济的成熟,并不代表真正

商品经济的发展� [ 20]。由于还存在着官商 (宫市及

专卖、禁榷等 )和存在指令性价格,这种经济体制实

际上并非真正的市场体制,姜伯勤指出, �唐令中的

市法正是产生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 同时这种市法

也制约了这种初级市场 (产品与收入的交换, 余缺

调剂等 )的进一步发育��唐官府对国内工商业的

管理往往是种种�限制 �。� [ 17]所以,唐代长安市法并

没有体现出市场自治性的内在要求, 更多地表现出

对市场管理和限制性的一面,实质上造成对自由市

场发展的阻碍,妨碍了近代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发展。

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商业行为的过度管制, 又是出于

封建独裁统治的需要和大一统国家意志的需要。因

此,在皇权至上的政治体制下, 对市场的过度管制和

市场本身要求自主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

四、结 � 语

� � 法律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的, 它必然反映一定

的社会需求,同时法律制度又会反作用于当时的社

会现实。唐都长安的市法制度正是法律与社会交互

作用的生动体现。一方面, 封建统治者希望通过法

律制度来管理长安这个庞大的市场, 市法的出台确

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市法的出现又

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因此处处受到掣肘,商

业交易的自由度大为降低。就现代贸易法的发展而

言,它尽管也应该体现国家管理的属性,但是更应该

体现商业主体� � � 商人的自治、自主。而商品经济

中的理性人完全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保护自己的权

利, 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而不必通过事无巨细的市法

制度消极地保障商人权益, 对市场行为的过度管制

往往会导致市场活力的丧失, 这对建设繁荣的城市

市场无疑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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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and mechanism of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in

coordinated developm ent of regional economy

X IA M eng�yan

( Schoo l o f Econom ics andM anagem en,t Chang�an Un iversity, X 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Abstract: A fter the invest igat ion for the coord inated developm ent of reg ional econom y, th is paper

re�ana lyzes the ro le and status o f transportat ion industry. The au thor th inks that the ro le and function o f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cannot be taken as the basic industry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 l industry posit ion�

ing, and it should be the lead ing�industry. The paper also dem onstates, in detai,l the lead ing ro le w ith

H irschm an�s unba lanced grow th theory and Franco is Perroux�s g row th po le theory, and its ro le in the coord�

inated developm ent of regional econom ies in physical transm ission, location conversion, industry genera�
t ion and urban�rural harm ony. The author, at las,t proposes som e o ther re lated adv ice.

Key words: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leading industry; reg ional econom y; coordinated deve lop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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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law in Chang�an of Tang Dynasty
HAN W 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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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choo l o f Po litics and Adm inistration, Chang�an University, X i�an 710064, Shaanx,i China;

2. Schoo l o f Law, Rem in Un iversity of China, Be ijing 100872, Ch ina)

Abstract: Chang�an C ity in Tang Dynasty, around the 7th century AD, is the w orld�s influent ia l inter�
national c ity. Its comm ercial trade connected the east to the wes,t and itsM arket ing law, as a guarantee,

resu lted in the long�term stab ility and prosperity. H ow ever, under the feudal system, the over inter�
ferences from the governm ents also led to the defic iency ofm arket body freedom and restra ined the further

econom ic deve lopm ent at that tim e.

Key words: Chang�an; Tang m arketing; m arket ing law; feuda 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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